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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包容領導如何經由員工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進一步與員工創新行為產生關

聯，並檢驗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之序列中介效果。研究採兩階段主管與部屬配對問卷設計，以台

灣企業在職工作者為研究對象，最終取得 277份有效配對樣本。資料分析採用 SPSS、AMOS及

PROCESS檢驗研究假說。結果顯示，包容領導與創造性自我效能呈顯著正向關係；創造性自我效能與

工作重塑亦呈顯著正向關係；工作重塑對主管評量之員工創新行為的迴歸係數為正且達顯著，惟以員工

創新行為為結果變數之整體模型未達顯著且解釋力有限。序列中介分析顯示，包容領導經由創造性自我

效能與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序列間接效果達顯著。研究結果顯示，創造性自我效能所代表的創新能力

信念，可能透過工作重塑所代表的主動行動，進一步與創新行為產生關聯。本研究整合領導情境、創新

能力信念與主動工作行為，補充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信念轉化為行動」的理論解釋，並提供

組織營造有利員工創新之管理參考。 

關鍵字：包容領導、創造性自我效能、工作重塑、創新行為、序列中介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inclusive leadership is associated with employee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through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job crafting and tests the serial mediating effect of these two mechanisms. A two-wave, 

supervisor-subordinate matched survey design was employed among employees of firms in Taiwan, yielding 277 

valid matched responses. SPSS, AMOS, and PROCESS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clusive leadership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creative self-efficacy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job crafting. Job crafting also showed a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gression coefficient in relation to supervisor-rated employee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however, the overall model predicting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had limited explanatory power. The serial mediation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d a significant specific serial 

indirect effe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through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job craft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reative self-efficacy, as a belief in one’s creative capability, may be 

linked to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through the proactive action represented by job crafting. By integrating 

leadership context, creative capability beliefs, and proactive work behavior, this study extend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belief-to-action” process linking inclusive leadership to employee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and provides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creating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conducive to employee innovation. 

Keywords：Inclusive Leadership, Creative Self-Efficacy, Job Crafting,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Serial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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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在科技快速演進、市場需求持續變動與競爭

日益激烈的經營環境中，持續創新已成為組織維

持競爭優勢與因應環境變化的重要能力，而員工

則是組織創新的重要來源。員工創新行為

（innovative behavior, IB）係指員工在工作情境中

產生新穎構想、向他人推動並爭取支持，以及進

一步將構想付諸實踐的一系列行動歷程（Scott & 

Bruce, 1994; Janssen, 2000）。換言之，創意構想的

產生只是創新的起點，若員工未能進一步推動與

實踐構想，即使具有新穎且有價值的想法，也未

必能轉化為實際的工作改善與創新成果。因此，

如何透過適當的組織與領導機制，使員工從產生

新想法進一步走向實踐新想法，已成為組織行為

與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 

在眾多領導型態中，包容領導（inclusive 

leadership, IL）強調領導者的開放性、可接近性與

可獲得性，並重視成員的參與、不同觀點及其獨

特貢獻（Nembhard & Edmondson, 2006; Randel et 

al., 2018）。此種領導方式有助於建立支持員工表

達意見、嘗試新方法與參與改善工作的環境。

Carmeli et al.（2010）即發現，包容領導能透過心

理安全促進員工參與創意工作；後續研究亦進一

步探討包容領導影響員工創新行為的心理機制

（Wang et al., 2021）。由此可見，既有研究已為包

容領導與員工創新之間的關係提供相當程度的理

論與實證基礎。因此，現階段更值得探討的問題

已不只是包容領導是否有助於員工創新，而是包

容領導所提供的接納、支持與參與環境，如何經

由員工內在心理狀態及後續主動行動，逐步轉化

為實際的創新行為。 

針對此一轉化歷程，既有研究雖已提供重要

線索，但「創新信念如何進一步轉化為實際行

動」仍有深化的空間。創造性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 CSE）係指個人對自己能夠產生創意

成果之能力的信念（Tierney & Farmer, 2002），相

關研究亦已將其納入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的

作用機制之中（Wang et al., 2021）。然而，相信自

己具有提出新想法的能力，並不必然代表員工會

實際改變既有工作方式。Parker et al.（2010）所

提出的主動動機模型指出，主動行為是一個目標

導向的歷程，其中 can do motivation 反映個人對

自己是否具有能力與控制力採取主動行動的判

斷，而自我效能正是形成此類動機的重要基礎。

依循此一觀點，本研究將創造性自我效能視為創

新情境下的一種 can do 信念，但進一步認為，

心理上的能力信念仍需要透過具體的主動行動才

能轉化為創新成果。工作重塑（job crafting, JC）

正提供了理解此一轉化過程的重要行為觀點。工

作重塑係指員工主動改變工作任務、工作關係或

對工作的認知，以重新形塑自身工作內容與工作

意義的歷程（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Zhang 

& Parker, 2019）。因此，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在

於：員工如何由「相信自己能夠提出新的做法」，

進一步發展為「主動改變目前的工作」，並最終與

可觀察的創新行為產生連結。 

1.2 理論整合與研究定位 

本研究進一步整合包容領導、社會認知與自

我效能觀點，以及主動行為觀點，以說明由外部

領導情境轉化為能力信念，再由能力信念落實為

主動行動的歷程。包容領導所展現的開放、支持

與對成員獨特貢獻的肯定，提供員工重要的工作

情境訊息（Nembhard & Edmondson, 2006; Randel 

et al., 2018）；依據社會認知與自我效能觀點，個

人會根據環境與社會訊息形成對自身能力的判斷

（Bandura, 1986, 1997）。因此，創造性自我效能

可被理解為員工在此類支持性領導情境下所形成

的一項創造能力信念。 

然而，具有能力信念並不等同於已經採取行

動。主動動機觀點指出，自我效能所代表的 can 

do信念是採取主動行動的重要基礎（Parker et al., 

2010），而工作重塑則具體反映員工由下而上主動

改變工作內容與工作方式的行動（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Zhang & Parker, 2019）。近年研究

亦顯示，工作重塑可成為工作情境或領導因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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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行為之間的重要行為機制（Baig et al., 2022; 

Asif et al., 2023）。據此，本研究將包容領導視為

外部支持性情境，將創造性自我效能定位為創新

情境下的能力信念，並將工作重塑視為此種信念

可能轉化為實際工作改變的主動行為途徑，藉以

形成「情境、信念與行動」相互銜接的理論脈

絡。既有研究已分別指出，創造性自我效能可作

為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重要心理機制

（Wang et al., 2021），而工作重塑亦可作為領導因

素連結員工創新行為的重要行為機制（Khan et al., 

2021）。因此，本研究的增額解釋並不在於另外辨

識一項全新的中介變數，而在於進一步區分「創

造能力信念」與「主動工作行動」兩個不同層

次，探討心理層次的「能夠做」如何可能透過工

作重塑進一步轉化為行為層次的「實際去做」，以

補充既有研究對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作

用歷程的理解。 

此外，本研究選擇創造性自我效能，而非角

色寬度自我效能（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RBSE），係因兩者所聚焦的能力信念不同。

Parker（2000）所提出之 RBSE主要反映員工對

自己能否執行較廣泛、超越既定技術角色範圍之

主動性任務的能力判斷；創造性自我效能則聚焦

於個人對自己能否產生創意成果之能力信念

（Tierney & Farmer, 2002）。由於本研究核心問題

在於『創新信念如何轉化為實際行動』，且結果變

數為員工創新行為，因此採用與創造及創新情境

較直接對應的創造性自我效能作為信念層次變

數。同時，RBSE所包含之角色擴張與主動承擔

較廣泛任務的意涵，與工作重塑所強調的主動調

整工作角色與內容較為接近；採用創造性自我效

能有助於在理論上更清楚區分『創造能力信念』

與『主動工作行動』兩個層次。 

1.3 研究目的與理論貢獻 

基於上述觀點，本研究建構包容領導、創造

性自我效能、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之序列中

介模型，試圖說明包容領導如何經由心理能力信

念的形成、主動工作調整的實踐，以及創新行為

的實現，形成一個連續的作用歷程。 

本研究預期理論貢獻有三，首先，本研究整

合包容領導、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文獻，

將包容領導影響創新的解釋由單一心理機制進一

步延伸至心理信念與主動行動相互銜接的歷程觀

點。其次，本研究重新定位創造性自我效能在創

新歷程中的角色，認為其重要性非僅於員工是否

相信自己具有創新能力，更在於此信念能否促使

員工採取具體的主動工作改變。最後，本研究將

工作重塑視為連結創意能力信念與創新行為的重

要行動機制，藉以說明員工如何將心理層次的

「能夠做」轉化為行為層次的「實際去做」，並最

終落實為創新成果。透過此一序列觀點，本研究

期望深化對包容領導影響員工創新行為之內在歷

程的理解，並進一步連結包容領導、主動動機與

工作重塑等不同研究脈絡。 

2. 文獻探討與假說建立 

2.1 包容領導與創造性自我效能 

包容領導係指領導者在與成員互動過程中展

現開放性、可接近性與可獲得性，並鼓勵成員參

與討論及表達不同觀點的領導方式（Nembhard & 

Edmondson, 2006）。相較於僅強調成員融入群

體，包容的核心同時涉及歸屬感與獨特性兩項需

求，使員工既能感受到自己是群體的一分 子，也

能確認個人的不同觀點、能力與貢獻受到重視

（Shore et al., 2011）。Randel et al.（2018）進一步

將此觀點延伸至包容領導，指出包容領導者可透

過支持成員歸屬感、肯定其獨特價值，以及鼓勵

成員參與決策等方式，形成有利於員工投入與貢

獻的工作環境。因此，包容領導不僅涉及良好的

主管部屬關係，更重要的是向員工傳遞其觀點與

能力受到組織重視的訊息。 

創造性自我效能則是個人對自己能否產生創

意成果之能力的信念（Tierney & Farmer, 2002），

其概念源自 Bandura（1997）的自我效能理論。

自我效能並非單純反映個人實際具有多少能力，

而是個人針對特定任務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採取

行動並達成預期成果的認知判斷。Gist 與 

Mitchell（1992）亦指出，自我效能具有可塑性，

個人會依據自身經驗、任務特性以及所接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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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資訊重新評估自己的能力。因此，創造性自

我效能雖然屬於個人層次的心理信念，卻並非完

全獨立於工作情境，而可能受到領導者所提供之

支持、回饋、期待與互動經驗所影響。Tierney 與 

Farmer（2002）的研究亦顯示，工作情境及主管

相關因素與員工創造性自我效能的形成具有重要

關聯。 

從上述觀點而言，包容領導可被視為影響員

工創造性能力判斷的重要情境來源。當領導者願

意傾聽員工意見、接受不同觀點，並肯定成員所

具有的獨特能力時，員工較可能將這些互動經驗

解讀為對自身能力與想法的正向訊息。尤其創新

活動本身具有不確定性，新的構想可能遭遇質

疑、失敗或他人否定，因此員工是否相信自己具

有提出創意解決方案的能力，不僅取決於既有能

力，也可能受到主管如何回應其不同意見與新想

法所影響。依據自我效能理論的觀點，包容領導

所展現的支持、肯定與開放態度，可提供有利於

員工形成正向能力判斷的情境線索，使其更有信

心面對具有創造性與不確定性的工作任務。 

相關研究亦提供了此一推論的實證基礎。

Carmeli et al.（2010）發現，包容領導能藉由建立

心理安全感促進員工投入創意工作，顯示領導者

所營造的支持性互動環境有助於員工參與具有不

確定性與風險的創造活動。Fang et al.（2019）則

發現包容領導能透過員工心理資本影響創新行

為，進一步說明包容領導可能透過正向心理資源

產生作用。更直接地，Wang et al.（2021）將創造

性自我效能納入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的作用

機制，提供包容領導與創造性自我效能之間關係

的實證依據。綜合自我效能理論與包容領導觀

點，本研究認為，當員工持續感受到領導者對其

意見、能力與獨特貢獻的接納與肯定時，將更可

能形成自己有能力提出新想法及解決工作問題的

信念，進而提高其創造性自我效能。據此，本研

究提出以下假說： 

H1：包容領導對員工創造性自我效能呈正向關

係。 

2.2 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 

工作重塑（job crafting, JC）係指員工主動改

變工作任務、工作關係或對工作的認知，以重新

形塑工作內容及工作意義的歷程（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不同於由管理者主導的由上而

下工作設計，工作重塑強調員工主動對既有工作

進行調整，因而被視為一種由下而上的工作再設

計行為（Tims & Bakker, 2010; Zhang & Parker, 

2019）。Slemp 和 Vella-Brodrick（2013）進一步

將工作重塑區分為任務重塑、關係重塑與認知重

塑，分別反映員工主動調整工作任務及方法、改

變工作中的人際互動，以及重新理解工作意義的

行動。由此可見，工作重塑並非員工對環境的被

動適應，而是主動改變既有工作方式，使工作內

容更符合自身能力、需求與目標的行為歷程。 

然而，主動改變既有工作並非毫無成本。員

工在調整任務內容、嘗試新的工作方法或改變既

有互動方式之前，必須先判斷自己是否具備足夠

能力因應改變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根據 Bandura

（1997）的自我效能理論，個人對自身能力的判

斷會影響其是否選擇投入特定活動、投入程度，

以及面對困難時是否持續努力。Gist 和 Mitchell

（1992）亦指出，自我效能會影響個人對任務要

求與自身因應能力的評估。創造性自我效能是此

一能力信念在創造性工作情境中的具體表現，反

映員工是否相信自己具有產生創意成果與處理創

造性問題的能力（Tierney & Farmer, 2002）。因

此，當員工具有較高的創造性自我效能時，面對

需要改變既有工作方式或嘗試不同解決方案的情

境，較可能相信自己有能力處理改變過程中的問

題與不確定性。 

此一推論亦可由主動動機觀點加以說明。

Parker（2000）指出，自我效能是促使員工由被動

反應轉向主動行動的重要心理基礎；Parker et al.

（2010）進一步提出主動動機模型，認為員工採

取主動行為之前，必須形成支持行動的動機狀

態，其中 can do motivation所回答的是個人是否

認為自己「有能力採取行動」。自我效能正是此類

能力判斷的重要來源。由於工作重塑本質上是一

種自發性與目標導向的主動行為，員工必須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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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可以改變的工作面向，並實際採取行動調整

既有任務或關係（Grant & Ashford, 2008; Tims & 

Bakker, 2010）。因此，本研究依據 Parker et al.

（2010）的理論架構，將創造性自我效能視為創

新與工作改善情境下的一種 can do能力信念，並

進一步推論，此種信念有助於降低員工對主動改

變工作的能力疑慮，使其更願意將改善工作的構

想付諸行動。 

具體而言，具有較高創造性自我效能的員

工，不僅較相信自己能夠提出不同於既有作法的

解決方案，也較可能相信自己有能力處理實施新

方法所產生的問題。這種能力信念可促使員工主

動重新安排工作任務、嘗試新的工作方法、運用

自身優勢調整工作內容，或重新建立有助於完成

工作的互動關係。相反地，即使員工察覺現有工

作存在改善空間，若對自己的創造能力缺乏信

心，也可能因預期改變失敗或無法處理後續問

題，而傾向維持原有工作方式。既有研究已顯

示，個人的主動傾向與資源會影響其工作重塑行

為，例如 Bakker et al.（2012）發現主動人格與工

作重塑具有密切關聯，而 Parker（2000）亦指出

效能信念是促成主動工作行為的重要心理條件。

這些研究雖未等同於直接驗證創造性自我效能對

工作重塑的影響，卻共同支持一項更基本的理論

邏輯，即員工是否相信自己具有改變工作與處理

不確定性的能力，是其由想法走向主動行動的重

要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創

造力、工作重塑與工作態度，以及主動人格與工

作重塑等研究，直接從創造性自我效能解釋員工

工作重塑的研究仍相對有限。因此，本研究並非

將創造性自我效能視為工作重塑已被充分驗證的

前因，而是進一步整合自我效能理論、主動動機

觀點與工作重塑理論，主張創造性自我效能所代

表的能力信念，可成為員工採取主動工作改變的

重要心理基礎。換言之，當員工愈相信自己有能

力提出並處理新的工作方法時，愈可能進一步透

過實際調整工作內容、工作方式或工作關係，將

其能力信念落實於工作情境之中。因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說： 

H2：員工創造性自我效能對工作重塑呈正向關

係。 

2.3 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 

員工創新行為（innovative behavior, IB）係指

員工在工作角色、團隊或組織中，有意識地產

生、推動及實施具有新穎性與效益之想法的行為

（Scott & Bruce, 1994）。Janssen（2000）進一步

將創新工作行為區分為構想產生、構想推動與構

想實現等階段，顯示創新行為並非僅止於提出創

意，而是包含員工將新想法轉化為實際工作改變

的完整歷程。因此，員工即使具有新穎構想，仍

需要主動尋找資源、調整既有工作方式、爭取他

人支持，甚至突破原有工作慣例，才能使構想真

正落實於工作情境。從此一觀點而言，創新行為

與員工主動改變工作的能力及行動具有密切關

聯。 

工作重塑所強調的正是員工主動改變既有工

作內容與工作方式的行動歷程。Wrzesniewski 和 

Dutton（2001）指出，員工並非工作設計的被動

接受者，而會主動改變工作的任務與關係界線，

以重新形塑自身的工作經驗。後續研究亦將工作

重塑視為一種由下而上的主動工作再設計行為

（Tims & Bakker, 2010; Zhang & Parker, 2019）。就

本研究所關注的建設性工作重塑而言，員工可能

主動嘗試新的工作方法、重新安排工作任務、運

用個人優勢改善工作內容，或建立有助於完成工

作的互動關係（Slemp & Vella-Brodrick, 2013）。

這些行動本身即包含對既有工作方式的重新檢視

與調整，因此可能為創新行為的產生與實現創造

有利條件。 

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雖皆涉及員工主動

改變既有工作方式，但兩者之直接作用對象與核

心內涵有所不同。工作重塑著重於員工重新形塑

自身的工作任務、工作方式、工作關係，或對工

作意義與角色的理解（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Zhang & Parker, 2019）；員工創新行為則著

重新穎且有用構想的產生、向他人推動與爭取支

持，以及進一步將構想付諸實施（Scott & 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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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Janssen, 2000）。此外，工作重塑本身並不以

新穎性為必要條件，員工可能透過重新安排任

務、調整工作方法或改善工作關係進行工作重

塑，但未必因此即構成創新行為。因此，兩者雖

具有主動改變工作的共同特性，仍屬理論上可區

辨之不同構念。 

在上述概念區辨的基礎上，工作重塑與創新

行為仍共享自發性、改變導向及目標導向等主動

行為特徵（Grant & Ashford, 2008; Parker et al., 

2010），因此兩者之間可能具有理論上的連結。當

員工主動改變工作任務或嘗試不同工作方法時，

一方面能增加重新檢視既有流程及發現問題的機

會，另一方面也可能透過實際試驗不同作法，累

積關於哪些方法可行的第一手經驗。此種持續調

整與試驗的過程，有助於員工從原有工作慣例中

辨識改善空間，並將新構想逐步轉化為具體的工

作實踐。因此，工作重塑可以被視為連結員工主

動改變工作與實際創新成果的重要行動基礎。 

不同形式的工作重塑亦可能為創新行為提供

不同資源。當員工進行任務重塑時，可藉由調整

工作內容、工作方法或任務執行方式，增加嘗試

新作法與解決工作問題的機會；當員工進行關係

重塑時，則可能透過建立或改善工作關係，取得

新資訊、專業知識及他人支持，而這些社會資源

有助於新構想的修正與推動。至於認知重塑，則

有助於員工重新理解工作的目的與意義，使其更

可能從不同角度思考既有工作問題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Slemp & Vella-

Brodrick, 2013）。因此，工作重塑不僅是員工適應

工作環境的方式，也可能使員工取得實踐創新所

需要的任務、認知及關係資源。 

既有實證研究亦為上述推論提供支持。

Bakker et al.（2012）指出，工作重塑是員工將主

動傾向轉化為正向工作結果的重要行為機制，顯

示主動調整工作能為員工創造有利的工作資源與

投入條件。更直接地，Khan et al.（2021）探討僕

人領導與員工創新工作行為時，發現信任與工作

重塑可形成連續的中介機制，說明工作重塑在領

導情境轉化為創新行為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此一結果與工作重塑理論所主張的由下而上工作

再設計觀點一致，即當員工不再只是接受既定工

作安排，而是主動調整任務、方法及工作關係

時，更可能產生新的工作經驗與資源，並據此發

展、推動及實施改善工作的新構想。 

綜上所述，工作重塑與創新行為雖然皆具有

主動改變的特性，但兩者在理論上仍具有不同功

能。工作重塑著重於員工如何主動重新形塑自身

工作，而創新行為則著重於員工如何將新穎且有

用的構想進一步推動並實施。因此，本研究認

為，工作重塑可作為員工由「主動改變自己的工

作」進一步發展至「實現新的工作方法」的重要

行動基礎。當員工愈積極調整工作內容、工作方

法與工作關係時，愈可能發現改善機會、取得必

要資源並累積實驗新作法的經驗，從而提高其展

現創新行為的可能性。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說： 

H3：員工工作重塑對員工創新行為呈正向關係。 

2.4 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的序列中介作用 

前述討論分別說明了包容領導與創造性自我

效能、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以及工作重

塑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的關係。然而，若僅分別

檢視上述關係，仍不足以完整說明包容領導如何

由一種外部領導情境逐步轉化為員工實際的創新

行動。包容領導本身並不直接產生創新構想或代

替員工實施新的工作方法，其主要作用在於建立

一個允許成員表達不同觀點、重視個人獨特貢獻

並支持員工參與的工作環境（Nembhard & 

Edmondson, 2006; Randel et al., 2018）。因此，包

容領導對創新行為的影響，有必要進一步從員工

如何解讀此一領導情境，以及此種心理反應如何

轉化為具體主動行動的歷程加以理解。 

Parker et al.（2010）的主動動機模型為此一

轉化歷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該模型認為，

主動行為並非單一時間點的反應，而是一個涉及

主動目標形成與目標追求的自我調節歷程。在此

歷程中，can do、reason to及 energized to構成促

使個人採取主動行動的重要動機狀態，其中 can 

do motivation主要反映個人對自己是否具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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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控制力及可行性以採取行動的判斷，而自我

效能即是形成此類動機的重要來源。Parker

（2000）亦指出，效能信念有助於員工由被動回

應工作要求轉向主動改變工作情境。依循此一理

論架構，本研究進一步將創造性自我效能概念化

為創新情境下一種特定的 can do能力信念。亦

即，當員工相信自己有能力提出創意構想及解決

新的工作問題時，較可能形成「我能夠改變目前

工作方式」的主觀判斷，從而為後續主動行動提

供心理基礎。 

然而，具有「能夠做」的信念並不等同於已

經「實際去做」。創造性自我效能主要反映個人對

自身創造能力的認知判斷（Tierney & Farmer, 

2002），而創新行為則進一步涉及新構想的產生、

推動與實施（Scott & Bruce, 1994）。創造力與創

新雖高度相關，但創新特別涉及將新穎且有用的

構想進一步推動與落實的過程（West, 2002; 

Anderson et al., 2014）。因此，從創造性能力信念

到實際創新行為之間，仍存在一個重要的「信念

與行動之間的轉化問題」。員工即使相信自己具有

創造能力，若仍維持原有任務內容、工作方法與

互動模式，其創造性能力信念未必能充分轉化為

可觀察的創新行為。換言之，創造性自我效能可

以提供採取創新行動的心理可能性，但此種可能

性仍需要透過具體的主動行動加以實現。 

本研究認為，工作重塑正可作為連結上述能

力信念與創新實現的重要行為途徑。工作重塑強

調員工並非被動接受既定的工作設計，而是主動

調整工作任務、工作關係及對工作的理解，以重

新形塑自身的工作經驗（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Slemp & Vella-Brodrick, 2013）。由於此種行

為具有自發性、目標導向及改變導向的特徵，因

此與主動行為所強調的主動改變現況具有高度理

論一致性（Grant & Ashford, 2008; Tims & Bakker, 

2010）。本研究據此進一步將工作重塑視為創造性

能力信念可能落實為主動工作改變的一種行為途

徑。當具有較高創造性自我效能的員工相信自己

能夠提出並處理新的工作方法時，較可能主動調

整任務、嘗試不同作法、運用自身優勢重新設計

工作內容，或建立有助於完成新構想的工作關

係。透過這些具體的工作重塑行動，原本屬於心

理層次的創造能力信念，才更有可能轉化為實際

的工作改變。 

本研究將創造性自我效能置於工作重塑之

前，係基於主動動機觀點將效能信念視為個體採

取主動行動的重要心理基礎（Parker et al., 

2010）。然而，此一理論順序並不表示兩者之間僅

存在單向關係。依據自我效能理論，個人在工作

過程中所累積的成功經驗亦可能回饋並強化其效

能信念（Bandura, 1997），因此員工從事工作重塑

後所獲得的正向經驗，也可能反過來增強其創造

性自我效能。據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創造性自我

效能先於工作重塑之關係，應理解為基於本研究

理論問題所設定的主要序列方向，而非排除兩者

可能存在的反向或互惠關係。因此，本研究預

期，包容領導所形成的支持性工作情境與較高的

創造性自我效能相關，創造性自我效能進一步與

較高程度的工作重塑相關，而工作重塑則與較高

程度的員工創新行為相關。 

更進一步而言，工作重塑不僅代表主動行動

本身，也可能為新構想的實施創造必要條件。員

工透過調整工作任務與方法，可以增加試驗新作

法及修正既有流程的機會；透過改變工作關係，

則可能取得推動新構想所需要的資訊、協助與社

會支持。此種由下而上的工作調整，使員工能夠

在日常工作中逐步將抽象的改善想法轉化為具體

實踐。Khan et al.（2021）的研究即顯示，工作重

塑可以成為領導因素影響員工創新工作行為的重

要行為機制。此一發現亦呼應工作重塑研究所強

調的觀點，即員工主動重新設計自身工作，可能

進一步產生超越個人工作適應層次的組織有利結

果（Zhang & Parker, 2019）。 

基於上述觀點，本研究進一步主張，包容領

導、創造性自我效能、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

之間可形成一個由外部情境逐步轉化為內在信

念，再由內在信念落實為主動行動，最終形成創

新行為的連續歷程。首先，包容領導透過開放、

接納及重視員工獨特貢獻，使員工更可能形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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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創造能力的正向判斷；其次，較高的創造性

自我效能使員工更相信自己有能力嘗試新的工作

方法與處理改變所伴隨的不確定性，因而提高其

主動進行工作重塑的可能性；最後，工作重塑使

員工能夠實際調整工作任務、方法及工作關係，

為新構想的試驗、推動與實施創造條件，進而提

高創新行為。此一序列觀點的理論意義，在於將

包容領導影響創新的機制由單一心理反應或單一

行為反應，進一步理解為「能力信念形成」與

「主動行動落實」相互銜接的轉化歷程。 

因此，相較於僅認為包容領導能提高員工的

創造性信心，或僅認為包容領導能促使員工改變

工作，本研究更關注兩種機制之間的順序關係。

創造性自我效能回答的是員工是否相信自己具有

提出及處理新方法的能力，而工作重塑則反映員

工是否進一步將此種能力信念落實為對實際工作

的主動改變；創新行為則代表新想法經由推動與

實施後所呈現的行為結果。據此，本研究預期，

包容領導所形成的支持性工作情境將先提升員工

的創造性自我效能，進一步提升工作重塑，並最

終提高員工創新行為。綜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說： 

H4：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在包容領導與員

工創新行為之關係間呈現序列中介效果。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3.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

之間的關聯及其可能的內在作用歷程，並檢驗創

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在其中所扮演的序列中

介角色。依據前述理論推導，本研究以包容領導

為自變數、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為序列中

介變數，並以員工創新行為為結果變數。為降低

單一資料來源及同一時間點測量可能造成的方法

偏誤，本研究採取兩階段、主管與部屬配對之問

卷調查設計。 

3.1 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台灣企業之在職工作者及其直屬主

管為研究對象，樣本所屬產業以一般服務業為

主。問卷調查採網路問卷為主、紙本問卷為輔，

並以主管與部屬配對方式蒐集資料。為降低單一

主管填答負擔，每位主管至多配對五位部屬；同

時為避免樣本過度集中於少數企業，每家公司原

則上以最多六位主管參與為限，並由各公司聯繫

窗口協助問卷發放與配對。 

本研究採兩階段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兩階段

之間間隔至少兩週，以時間分隔與多來源評量降

低共同方法變異可能造成的影響（Podsakoff et al., 

2003, 2012）。第一階段部屬填答包容領導與創造

性自我效能；間隔至少兩週後，第二階段部屬填

答工作重塑，主管評量員工創新行為。第一階段

共發出 286份部屬問卷，回收 280份，第一階段

回收率為 97.9％。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有效回

覆者發出主管問卷與部屬問卷各 280份，最終分

別回收 277份；經主管與部屬資料配對後，共取

得 277份有效配對樣本。以第一階段原始發放數

286份為基準，最終有效配對率為 96.9％。經主

管識別碼核對，277份有效配對樣本來自 94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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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主管與 277位部屬，每位主管實際評量 1至

5位部屬。 

3.2 研究變數與衡量 

本研究各主要研究變數均採既有文獻所建立

之衡量工具為基礎，並依實際研究問卷進行衡

量。包容領導、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由部

屬填答，員工創新行為則由其主管評量，以降低

自變數、中介變數及結果變數完全由同一資料來

源衡量所可能造成的方法偏誤。各題項均採

Likert七點量尺衡量，由 1代表「非常不同意」

至 7代表「非常同意」，各構念以所屬題項之平均

分數作為後續分析之變數分數。 

3.2.1 包容領導 

包容領導採用 Carmeli et al.（2010）所使用

之 9題量表，由部屬依據其對直屬主管領導行為

的實際知覺進行評量。量表內容反映主管之開放

性、可獲得性與可接近性。題項例如「我的主管

樂於聽取新想法」、「我的主管關注改進工作流程

的新機會」、「我的主管願意就問題進行諮詢」以

及「我的主管願意與我討論新出現的問題」等。

分數愈高，代表部屬所知覺之主管包容領導程度

愈高。 

3.2.2 創造性自我效能 

創造性自我效能依據 Carmeli 和 

Schaubroeck（2007）所使用之 8題量表進行衡

量，由部屬填答，以評估員工對自身能否以創意

方式處理工作任務及達成目標之能力信念。題項

例如「我將能夠以有創意的方式達到我為自己設

定的大部分目標」、「面對困難的任務時，我肯定

將會有創意地完成它們」，以及「一般而言，我認

為我能夠以有創意的方式來獲得那些對我來說重

要的結果」。分數愈高，代表員工具有愈高程度的

創造性自我效能。 

3.2.3 工作重塑 

本研究工作重塑之衡量係以 Slemp and Vella-

Brodrick（2013）所發展之 Job Crafting 

Questionnaire（JCQ）為基礎。原始 JCQ共 15

題，涵蓋任務重塑、關係重塑與認知重塑三個面

向。本研究依研究問卷所採用之版本，使用 6題

改編題項衡量員工工作重塑行為，分別為：「我會

引入新方法來改善我的工作」、「我主動調整工作

方式，以提升效率」、「我積極改變我的角色，以

讓工作更有意義」、「我努力改善與同事的關係」、

「我主動發展新的職場人際關係，以支持我的工

作」，以及「我會調整工作內容，使其更符合我的

優勢」。 

此 6題為研究問卷設計階段即採用之改編版

本，並非依本研究樣本之因素負荷或顯著性進行

事後刪題。依題項內容而言，第 1、2及 6題主要

涉及工作任務與工作方式之調整，第 4及 5題主

要涉及工作關係之調整，第 3題則涉及工作角色

與工作意義之調整。由於本研究 6題並非依原

JCQ三構面進行均衡取樣，因此本文將其界定為

『以 JCQ為基礎之 6題改編量表』，而非原作者

正式發展之 6題短版，亦不將其解釋為對任務重

塑、關係重塑與認知重塑三構面的完整且均衡衡

量。後續分析係以 6題整體得分反映員工之主動

工作調整傾向。 

3.2.4 創新行為 

創新行為採用 Scott 和 Bruce（1994）所發

展之 6題量表。為避免員工同時評量自身領導知

覺、中介變數與創新行為，本研究之創新行為由

直屬主管針對配對部屬進行評量。題項例如「這

位部屬能找新的科技、工作流程、工作技巧和／

或產品點子」、「這位部屬能發想出有創意的點

子」、「這位部屬能向他人提倡並推薦自己的想

法」，以及「這位部屬能找到並確保執行新想法所

需的資源」等。分數愈高，代表主管所評量之員

工創新行為程度愈高。 

3.2.5 控制變數 

考量人口統計特徵可能與員工創新相關，且

控制變數之納入應以理論與既有研究為依據，而

非依據其是否改變主要假說之顯著性決定

（Bernerth & Aguinis, 2016），本研究於主要假說

檢驗中納入部屬性別與年齡作為控制變數。既有

研究指出，年齡可能與員工創新相關行為有所關

聯（Ng & Feldman, 2013），而性別亦可能與創新

行為之展現及評價相關（Luksyte et al., 2018）。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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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研究之員工創新行為係由主管評量，因此將

性別與年齡作為基本人口統計控制變數，以降低

個人背景差異對主要研究關係估計可能造成的干

擾。依 Bernerth and Aguinis（2016）的建議，控

制變數之納入應建立在理論與既有研究基礎，而

不宜僅因資料可得或依其是否改變主要結果顯著

性而機械式加入大量控制變數。 

3.3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IBM 

SPSS Amos 20及 PROCESS macro 4.2進行資料分

析。分析程序首先進行資料檢核與整理，並以

SPSS進行描述性統計、內部一致性信度及

Pearson相關分析，以瞭解研究變數之平均數、標

準差、相關程度與量表內部一致性。其次，使用

AMOS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視包容領導、

創造性自我效能、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四個

研究構念之測量模型及其區辨程度，並綜合多項

模型適配指標判斷測量模型之適切性（Hu & 

Bentler, 1999）。 

此外，考量包容領導、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

作重塑均由部屬自陳，本研究另就 23個部屬自陳

題項進行 Harman單因子檢驗，作為共同方法變

異之補充檢查；採未旋轉因素分析檢視是否存在

單一因素占據主要變異來源之情形（Podsakoff et 

al., 2003, 2012）。 

在假說檢驗方面，本研究使用 Hayes

（2022）所發展之 PROCESS macro 4.2進行迴歸

與中介效果分析。由於本研究假設創造性自我效

能與工作重塑依序形成中介歷程，因此採用

PROCESS Model 6進行序列中介分析，其中包容

領導為自變數、創造性自我效能為第一中介變

數、工作重塑為第二中介變數，員工創新行為則

為結果變數，並納入部屬性別與年齡作為控制變

數。 

為降低異質變異對標準誤估計可能造成的影

響，迴歸分析採用 HC3異質變異一致性標準誤。

間接效果則採 5,000次 percentile bootstrap重複抽

樣建立 95％信賴區間（Hayes, 2022; Preacher & 

Hayes, 2008）。H1至 H3主要依據相應迴歸路徑

係數及其信賴區間進行判斷；H4則以包容領導經

由創造性自我效能及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序列

間接效果為判定依據。當該間接效果之 95％

bootstrap信賴區間不包含 0時，即表示序列中介

效果獲得統計支持。 

考量同一主管可能評量多位部屬，本研究另

以主管識別碼作為群集單位，先估計主管評量之

員工創新行為 ICC(1)，以檢視觀察值之群聚程度

（Bliese, 2000）。在存在主管層級群聚的情況下，

進一步以主管為 cluster計算 cluster-robust標準誤

（Cameron & Miller, 2015），並以主管群集為重抽

樣單位進行 5,000次 bootstrap，以檢驗主要序列

間接效果在考量群聚後之穩健性。 

此外，為進一步檢驗序列中介路徑之相對必

要性，本研究進行兩項補充分析。第一，比較包

容領導經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間接效果，與經

創造性自我效能及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序列間

接效果，並以 5,000次 bootstrap重複抽樣建立兩

項間接效果差異之 95％信賴區間；當該信賴區間

不包含 0時，表示兩項間接效果具有顯著差異。

第二，將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設定為平行

中介變數，採 PROCESS Model 4進行補充分析，

以檢視在不設定兩中介變數先後順序的情況下，

各特定間接效果之結果，作為序列模型之競爭性

比較。 

4.研究結果 

4.1 樣本特徵 

本研究最終取得 277份有效主管與部屬配對

資料。在主管樣本部分共 94人，男性佔 46.8%、

女性佔 53.2%；平均年齡為 43.9歲；平均年資為 

10.6年；教育程度分布，高中（職）含以下佔 

7.6%、大專佔 47.3%、碩士佔 43.7%、博士佔 

1.4%；工作部門方面，行政部門佔 45.1%、業務

部門佔 31%、生產部門佔 7.6%、研發部門佔 

1.4%、其他佔 14.8%；階層分布方面，基層主管

佔 18.1%、中階主管佔 48.7%、高階主管佔 

33.2%。 

部屬樣本部分共 277人，男性佔 33.6%、女性

佔 66.4%；平均年齡為 35.9歲，平均服務年資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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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工作總年資 13 年；教育程度方面，高中

（職）含以下佔 9.7%、大專佔 72.9%、碩士佔 

16.2%、博士佔 1.1%；工作部門方面，行政部門佔 

44.8%、業務部門佔 27.8%、生產部門佔 7.6%、研

發部門佔 2.5%、其他佔 17.3%；職位階層方面，

一般員工佔 67.2%、基層主管佔 17.8%、中階主管

佔 14.2%、高階主管佔 0.8%。 

4.2 測量品質檢驗 

4.2.1 信度與收斂效度 

本研究以Cronbach's α檢驗各量表之內部一致

性，並以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評估收斂效度（Cronbach, 1951；

Fornell & Larcker, 1981）。如表 1所示，包容領導、

創造性自我效能、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之

Cronbach's α分別為.940、.964、.888與.920，均高

於一般可接受標準（Nunnally & Bernstein, 1994）。

各構念之 CR介於.895至.965，AVE介於.590至.774；

所有題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69至.93。整體

而言，各構念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與收斂效度。 

其中，工作重塑係以 Slemp 和 Vella-Brodrick

（2013）JCQ為基礎之 6題改編量表。本研究樣本

中該量表之 Cronbach's α為.888、CR為.895、AVE

為.590，六題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69 至.89，顯

示此 6 題改編量表在本研究樣本中具有可接受的

測量品質。 

 

表 1  信度與收斂效度 

變項 題項數 因素負荷量範圍 Cronbach's α CR AVE 

包容領導 9 .73–.86 .940 .941 .642 

創造性自我效能 8 .80–.93 .964 .965 .774 

工作重塑 6 .69–.89 .888 .895 .590 

員工創新行為 6 .73–.89 .920 .920 .657 

註：n = 277 

4.2.2 驗證性因素分析與區辨效度 

本研究進一步以 AMOS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

視四個研究構念之測量模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顯示，χ²/df為 1.909、GFI為.896、RMSEA為.057、

SRMR為.0449、CFI為.953、TLI為.948、IFI為.954、

PNFI 為.809。各項適配度指標均達到或接近一般

建議標準，顯示本研究四構念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

整體適配度（Hu & Bentler, 1999；Kline, 2016）。 

區辨效度方面，依 Fornell 和 Larcker（1981）

準則，各構念 AVE平方根分別為.801、.880、.768

與.811，均高於其與其他構念之相關係數。由原始

資料重新計算之 Pearson相關顯示，包容領導與創

造性自我效能呈顯著正相關（r = .323, p < .001），

包容領導與工作重塑呈顯著正相關（r = .333, p 

< .001），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亦呈顯著正相

關（r = .569, p < .001）。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

呈弱但顯著正相關（r = .159, p = .008）；包容領導

與員工創新行為（r = .009, p = .881）以及創造性自

我效能與員工創新行為（r = .081, p = .177）則未達

顯著。整體而言，四個構念之區辨效度可獲支持。 

本研究進一步以異質—同質相關比率

（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檢驗工作重塑

與員工創新行為之區辨性，結果顯示兩構念 HTMT

為.187，遠低於一般建議之.85或.90界值（Henseler 

et al., 2015），進一步支持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

具有良好區辨效度。

 

表 2  描述統計、相關係數與區辨效度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1. 包容領導 6.38 .75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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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2. 創造性自我效能 5.19 1.06 .323 .880   

3. 工作重塑 5.71 .83 .333 .569 .768  

4. 員工創新行為 5.00 1.09 .009 .081 .159 .811 

註：n = 277。對角線為 AVE平方根，非對角線為依原始 SPSS資料重新計算之 Pearson相關係數。 

表 3  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模型適配度 

指標 χ²/df GFI RMSEA SRMR CFI TLI IFI PNFI 

 1.909 .896 .057 .0449 .953 .948 .954 .809 

註： n = 277 

4.2.3共同方法變異檢驗 

Harman單因子檢驗結果顯示，第一個未旋轉

因子解釋 43.36%的總變異，且共有 4個特徵值大

於 1之因素，未呈現單一因素占據多數變異來源

之情形。結合本研究兩階段時間分隔及由主管評

量員工創新行為之多來源設計，未發現嚴重單一

方法因子主導資料的證據。然而，Harman單因子

檢驗僅屬輔助性診斷，因此本研究仍不主張共同

方法變異已被完全排除。 

4.3 假說檢驗 

4.3.1 主要路徑效果 

本研究以 PROCESS Model 6進行序列中介分

析，並控制部屬性別與年齡。首先，以創造性自我

效能為結果變數之迴歸模型達顯著，R² = .1186，

FHC3(3, 273) = 11.0181，p < .001。包容領導對創造

性自我效能之迴歸係數為正且達顯著（b = .4593, 

SEHC3 = .0843, t = 5.4463, p < .001, 95％  CI 

[.2933, .6254]），H1 所預期之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其次，以工作重塑為結果變數之模型達顯著，

R² = .3533，FHC3(4, 272) = 33.9980，p < .001。在

控制包容領導、性別與年齡後，創造性自我效能對

工作重塑之迴歸係數為正且達顯著（b = .3967, 

SEHC3 = .0458, t = 8.6555, p < .001, 95％  CI 

[.3065, .4870]），H2 所預期之正向關係獲得支持。

此外，包容領導對工作重塑亦呈顯著正向效果（b 

= .1901, p = .0015）。 

最後，以員工創新行為為結果變數時，整體模

型解釋變異量為 3.26％，R² = .0326，FHC3(5, 271) 

= 1.9037，p = .0939，整體模型之穩健 F檢定未達

顯著。然而，在控制包容領導、創造性自我效能、

性別與年齡後，工作重塑對主管評量之員工創新行

為的迴歸係數為正且達顯著（b = .2253, SE = .0960, 

t = 2.3473, p = .0196, 95% CI [.0363, .4142]）。然而，

以員工創新行為為結果變數之模型整體穩健 F 檢

定未達顯著（p = .0939），且模型解釋變異量為

3.26%（R² = .0326）。因此，H3所對應之特定迴歸

係數雖獲得統計支持，但其結果仍應結合整體模型

之顯著性與解釋力審慎解讀。 

4.3.2 序列中介效果 

包容領導對員工創新行為之總效果不顯著（b 

= .0182, SEHC3 = .0853, t = .2139, p = .8307, 95％ 

CI [-.1497, .1861]），在納入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

重塑後，其直接效果亦未達顯著（b = -.0640, SEHC3 

= .0886, t = -.7229, p = .4704, 95 ％  CI 

[-.2384, .1104]）。然而，中介效果之判定應直接依

據 bootstrap 間接效果及其信賴區間，而非要求總

效果先達顯著（Hayes, 2022；Preacher & Hayes, 

2008）。 

如表 4所示，包容領導經由創造性自我效能而

產生員工創新行為所形成之特定間接效果為-.0016，

95％ bootstrap CI [-.0722, .0699]，信賴區間包含 0，

未達顯著。包容領導經由工作重塑而產生員工創新

行為之特定間接效果為.0428，95％ bootstrap CI 

[.0048, .0999]，達顯著。此外，包容領導依序經由

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序列間

接效果為.0410，BootSE= .0192，95％ bootstrap CI 

[.0067, .0830]，信賴區間不包含 0，因此 H4所提出

之特定序列間接效果獲得統計支持。總間接效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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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 effect = .0823, BootSE = .0374, 95％ bootstrap CI [.0123, .1593]）。

 

表 4  中介效果分析表 

模型路徑 Effect 
95％ CI 

P value LLCI ULCI 

總效果:IL→IB 0.0182 0.8307 -0.1497 0.1861 

直接效果: IL→IB -0.0640 0.4704 -0.2384 0.1104 

主要路徑效果     

IL→CSE 0.4593 0.0001 0.2933 0.6254 

CSE→JC 0.3967 0.0001 0.3065 0.4870 

JC→IB 0.2253 0.0196 0.0363 0.4142 

間接效果  BootSE LLCI ULCI 

IL→CSE→JC→IB 0.0410 0.0192 0.0067 0.0830 

註 1：n=277 

註 2：IL︰包容領導；CSE︰創造性自我效能；JC︰工作重塑；IB︰創新行為。 

4.3.3 間接效果差異與平行中介模型比較 

為進一步檢驗序列路徑之必要性，本研究比較

包容領導經工作重塑之特定間接效果（.0428）與經

創造性自我效能及工作重塑之特定序列間接效果

（ .0410）。Bootstrap 差異檢定顯示，兩者差異

為 .0018 （ BootSE= .0177, 95% bootstrap CI 

[-.0332, .0417]），信賴區間包含 0，顯示兩項間接效

果未達顯著差異。另以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

建立平行中介模型，結果顯示，包容領導經創造性

自我效能之特定間接效果未達顯著（effect=-.0016, 

95% bootstrap CI [-.0695, .0698]），經工作重塑之特

定間接效果則達顯著（effect= .0839, 95% bootstrap 

CI [.0132, .1707]）。整體而言，序列路徑雖具有統

計支持，但其效果並未顯著高於包容領導直接經工

作重塑之間接途徑，因此本研究將序列機制視為一

項獲支持的特定作用路徑，而非唯一或效果較強的

中介機制。 

4.3.4 主管層級群聚與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 277份有效配對資料來自 94位不重複

主管，每位主管評量 1至 5位部屬。主管評量之員

工創新行為 ICC(1)=.245，F(93,183)=1.953, p<.001，

顯示存在一定程度之主管層級群聚。以主管 ID作

為 cluster 重新估計後，包容領導與創造性自我效

能（b=.4593, cluster-robust SE=.0864, p<.001）、創

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b=.3967, cluster-robust 

SE=.0477, p<.001），以及工作重塑與主管評量之員

工創新行為（ b=.2253, cluster-robust SE=.0801, 

p=.006）均維持顯著。進一步以主管群集為重抽樣

單位進行 5,000次 bootstrap後，特定序列間接效果

仍達顯著（effect=.0410, 95% cluster-bootstrap CI 

[.0120, .0853]）。因此，考量主管群聚後，本研究主

要結論並未改變。 

整體而言，H1 與 H2 所對應之迴歸係數均達

顯著，包容領導與員工創造性自我效能呈顯著正向

關係，創造性自我效能亦與工作重塑呈顯著正向關

係。H3所對應之工作重塑迴歸係數為正且達顯著，

顯示在控制其他變項後，工作重塑與主管評量之員

工創新行為呈顯著正向迴歸關係；惟考量以員工創

新行為為結果變數之模型整體穩健 F 檢定未達顯

著，且解釋變異量為 3.26%，此項結果仍應審慎解

讀。序列中介分析顯示，包容領導經由創造性自我

效能與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序列間接效果達顯

著，H4 所提出之特定序列間接效果因而獲得統計

支持。 

此外，補充之間接效果差異檢定與平行中介模

型比較顯示，包容領導經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間



張瀞  從創意信念到主動工作重塑：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之序列中介機制 

176 

接效果與經創造性自我效能及工作重塑所形成之

特定序列間接效果未呈顯著差異，表示本研究所提

出之序列機制雖具有統計支持，但不應被解釋為唯

一或效果較強的中介途徑。進一步考量主管層級群

聚後，以主管為 cluster重新估計主要路徑，並以主

管群集為重抽樣單位進行 bootstrap 分析，主要路

徑與特定序列間接效果之統計結論均未改變。綜合

上述結果，本研究所提出之特定序列間接路徑獲得

統計支持，且在考量主管層級群聚後仍具穩健性；

惟競爭模型比較結果亦顯示，該序列機制不應被視

為排除其他可能間接途徑的唯一解釋。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

之間的關聯，以及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在

其中所形成的序列中介機制。相較於僅探討包容

領導與創新行為之直接關係，本研究更關注領導

者所提供的開放、支持與可接近之工作環境，如

何與員工的創新能力信念及主動改變工作方式的

行動相互銜接。研究以 277份主管與部屬配對資

料進行分析，並以 PROCESS Model 6及 5,000次

bootstrap檢驗研究假說。 

首先，研究結果顯示包容領導與創造性自我

效能呈顯著正向關係。當主管願意傾聽員工意

見、鼓勵員工提出新想法，並願意與員工討論工

作中所面臨的新問題時，員工較可能形成對自身

創造能力的正向判斷。此結果與包容領導強調開

放性、可獲得性與可接近性的觀點一致（Carmeli 

et al., 2010），亦呼應自我效能理論所主張，個人

能力信念會受到社會情境與外部回饋影響

（Bandura, 1997; Gist & Mitchell, 1992）。因此，

本研究 H1獲得支持。 

其次，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呈顯著正

向關係。具有較高創造性自我效能的員工，不僅

較相信自己有能力以不同方式處理問題，也較可

能主動調整工作任務、工作方法或工作關係。此

結果可由主動動機觀點加以理解。Parker et al.

（2010）指出，個體是否相信自己「能夠做到」

是主動行為的重要動機基礎。本研究將創造性自

我效能定位為創新工作情境中的能力信念，而研

究結果進一步顯示，此種信念與員工實際從事工

作重塑之主動行為具有正向關係。因此，H2獲得

支持。 

第三，工作重塑對主管評量之員工創新行為

的迴歸係數為正且達顯著。工作重塑反映員工主

動改變工作內容、工作方法及工作關係的行為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Zhang & Parker, 

2019），而創新行為則涉及新構想的產生、推廣與

實現（Scott & Bruce, 1994; Janssen, 2000）。本研

究結果顯示，當員工更積極重新安排與調整工作

時，其主管亦較可能觀察到較高程度的創新行

為，因此 H3所對應之特定迴歸係數獲得統計支

持；惟員工創新行為模型之解釋變異量為 3.26

％，整體穩健 F檢定未達顯著，因此本研究對此

結果採取較保守的解釋，即工作重塑是與創新行

為相關的一項近端行為因素，但並非足以充分解

釋員工創新行為的唯一因素。 

第四，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發現，創造性自

我效能與工作重塑在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之

間具有顯著的序列中介效果。包容領導依序經由

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所產生的特定間接效

果為.0410，其 95％ bootstrap信賴區間為

[.0067, .0830]，未包含 0，故 H4獲得支持。至於

補充之競爭模型與間接效果差異檢定顯示，包容

領導經工作重塑之間接效果與序列間接效果並無

顯著差異，表示工作重塑本身亦可構成重要的間

接途徑。因此，本研究之序列機制應理解為一項

具有理論依據且獲統計支持的特定路徑，而非排

除其他可能的間接機制。 

整體而言，本研究最核心的結論並非「包容

領導直接提升創新行為」，因為包容領導對創新行

為的總效果與直接效果均未達顯著；較符合資料

的結論是，包容領導可能透過塑造員工的創造能

力信念，進而促使員工採取主動改變工作的行

動，最終與較高程度的創新行為產生關聯。此結

果凸顯從「創新信念」轉化為「主動行動」的重

要性。 

5.2 理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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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第一項理論貢獻，在於將包容領導研

究的焦點由領導行為與創新結果之直接關係，進

一步延伸至員工內在心理狀態與主動工作行為所

構成的作用歷程。過去研究指出，包容領導能透

過開放、支持與重視差異的領導方式創造有利於

員工參與及創新的工作環境（Nembhard & 

Edmondson, 2006; Carmeli et al., 2010; Randel et al., 

2018）。然而，本研究發現包容領導與主管評量之

員工創新行為並未呈現顯著直接關係，總效果與

直接效果亦均未達顯著。此一結果顯示，包容領

導較適合被理解為一項較遠端的支持性工作情

境，而非必然直接轉化為創新行為的近端因素。

換言之，領導者所營造的開放、支持與接納環

境，可能需要經由員工對自身能力的心理判斷，

以及後續是否採取主動工作調整等機制，才進一

步與主管可觀察之創新行為產生關聯。員工如何

解讀領導情境，以及是否進一步採取主動工作行

動，因而成為理解包容領導何時與創新表現產生

關聯的重要環節。進一步而言，本研究的理論增

額貢獻並非單純在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間

增加兩個中介變數，而在於將創造性自我效能與

工作重塑分別定位為「能力信念」與「主動行

動」兩個不同層次，並檢驗兩者依序銜接的特定

間接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創造性自我效能本身

對員工創新行為之直接效果並未達顯著，但其與

工作重塑呈顯著正向關係，而工作重塑進一步與

主管評量之員工創新行為呈正向關係。此一結果

使本研究得以進一步說明，員工即使具有較高的

創造能力信念，該信念亦未必直接反映為可觀察

的創新行為；相較之下，當此種能力信念進一步

與主動調整工作任務、工作方式或工作關係的行

動相連結時，才較可能與後續創新行為產生關

聯。因此，本研究所補充的是由「相信自己能

做」到「實際採取行動」的歷程性解釋，而非主

張創造性自我效能或工作重塑本身是全新的創新

機制。 

第二，本研究進一步釐清創造性自我效能在

創新歷程中的角色。Tierney 和 Farmer（2002）

將創造性自我效能界定為個人對自身能否產生創

造成果的能力信念，而 Parker et al.（2010）的主

動動機理論則指出，自我效能是個體形成「can 

do」主動動機的重要來源。本研究據此將創造性

自我效能視為創新工作情境中的能力信念。研究

結果發現，創造性自我效能本身與主管評量之創

新行為未呈顯著直接關係，但其對工作重塑之迴

歸係數為正且達顯著。此結果使創造性自我效能

的理論定位由「直接導致創新成果的心理資源」，

進一步延伸為「支持員工採取主動改變行動的能

力信念」。 

第三，本研究凸顯工作重塑在「信念轉化為

行動」過程中的角色。工作重塑原本主要用以說

明員工如何由下而上主動改變工作內容與工作關

係（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 Tims & Bakker, 

2010），而後續研究逐漸將其視為連結個人動機、

工作情境與工作結果的重要主動行為（Zhang & 

Parker, 2019）。本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當創造性

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同時納入序列歷程後，創造

性自我效能可以透過工作重塑與創新行為形成顯

著間接關係。因此，本研究不是單純將兩個中介

變數置於同一模型，而是將心理能力信念與主動

工作行為整合為一項由信念走向行動的作用歷

程。 

第四，本研究亦補充創新行為研究對「構想

形成」與「構想實現」之區分。創新行為不僅包

含產生新想法，也涉及推廣與執行新構想（Scott 

& Bruce, 1994; Janssen, 2000; Anderson et al., 

2014）。因此，員工即使相信自己具有創造能力，

也仍需要實際改變工作方式、尋找資源及調整工

作關係，才較可能使創意進一步成為可被主管觀

察到的創新行為。此一結果使創造性自我效能與

工作重塑在創新歷程中的角色得到更明確的區

分。 

5.3 管理實務意涵 

在提出具體管理意涵之前，需先說明本研究

獲得統計支持的重要結果之一，係包容領導經由

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序列間

接效果，而非包容領導與員工創新行為之直接關

係。因此，本研究之管理意涵不宜解讀為單純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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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包容領導即可直接提升員工創新行為，而應著

重於包容領導所提供的支持性情境，如何與員工

之創造能力信念及後續工作重塑行動相互銜接。

換言之，當主管的包容與支持性互動能與員工較

高的創造能力信念相連結，且組織同時提供員工

進行適度工作調整與工作重塑的空間時，才較可

能與後續創新行為產生正向關聯。 

本研究結果對組織管理的第一項啟示是，企

業若希望使包容領導所營造的支持性情境進一步

與員工創新行為產生關聯，不宜僅將重點放在主

管「表現得更友善或更開放」，而應進一步關注這

些領導行為是否真正提升員工對自身創新能力的

信心。主管可以透過傾聽員工的新想法、提供建

設性回饋、允許員工討論尚未成熟的構想，以及

對合理嘗試給予支持，使員工感受到其專業能力

與不同觀點受到重視。 

第二，企業在培養員工創新能力時，不宜只

強調「建立創新信心」，還應提供讓員工將信心轉

化為行動的機會。本研究顯示創造性自我效能與

工作重塑呈顯著正向關係，但其與主管評量之創

新行為未呈顯著直接關係。因此，組織可以在適

當範圍內給予員工調整工作流程、嘗試新方法、

重新配置工作任務以及建立跨部門合作關係的空

間，使員工能將「我有能力提出新方法」進一步

轉化為「我實際改變工作方式」。 

第三，工作重塑可以成為企業創新管理的重

要介入點。相較於完全由上而下要求員工創新，

管理者可以透過工作自主性、資源取得、跨部門

交流、改善提案制度及小規模實驗機制，降低員

工進行工作重塑所面臨的成本與風險。尤其當員

工提出改變既有工作方式的建議時，主管若能提

供適度授權及資源，而非立即要求遵循原有程

序，較可能使員工的創造能力信念進一步落實為

具體行動。 

因此，管理實務上的重點並非單獨強化某一

項領導技巧，而是形成一套連續性的管理歷程：

主管建立包容與開放的互動環境，員工逐漸形成

對自身創新能力的信念，組織再提供員工主動調

整工作的空間與資源，使創新信念具有轉化為實

際創新行為的可能性。 

5.4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本研究樣本之包容領導平均數為

6.38，在七點量尺中屬較高水準，顯示樣本在包

容領導知覺上較集中於高分區域。此種分布可能

壓縮變數變異，進而降低其與其他變數之相關程

度。未來研究可納入包容領導程度更具變異性的

樣本，以增加變異範圍並進一步檢驗本研究所提

出關聯模式之穩健性。 

第二，本研究雖採兩階段、主管與部屬配對

之研究設計，並以不同資料來源衡量員工創新行

為，有助於降低單一時間點與單一來源測量所可

能造成的偏誤，但此一設計仍不足以完整建立各

研究變數之因果時間順序。尤其包容領導與創造

性自我效能於第一階段同時衡量，工作重塑與主

管評量之創新行為則於第二階段取得，因此本研

究所發現的序列間接效果應理解為與理論預測一

致的統計關係，而非嚴格的因果證明。 

此外，本研究雖依據主動動機觀點將創造性

自我效能置於工作重塑之前，但亦不能排除工作

重塑經驗反向強化創造性自我效能的可能性。未

來研究可採多波段縱貫設計，於不同時間點重複

衡量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以進一步比較

兩者的跨時關係並釐清其時間順序與可能的互惠

關係。若欲更嚴格檢驗本研究完整序列歷程，亦

可分別於不同時間點衡量包容領導、創造性自我

效能、工作重塑與員工創新行為，以提高對序列

時間順序的辨識能力。 

第三，本研究工作重塑之衡量採用以 Slemp 

and Vella-Brodrick（2013）JCQ為基礎之 6題改

編量表。原始 JCQ共 15題，涵蓋任務重塑、關

係重塑與認知重塑三個面向；本研究所採 6題雖

涵蓋工作任務與工作方式之調整、工作關係之改

變，以及部分角色與工作意義之調整，但三個構

面的題項代表性並不均衡。因此，本研究不將此

6題解釋為對原 JCQ三構面的完整且均衡衡量，

而較適合視為本研究所操作化之整體主動工作調

整傾向。此一測量方式可能限制工作重塑構念之

內容涵蓋程度，未來研究可採用完整 JCQ，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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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經正式心理計量程序驗證之短版量表，以進一

步檢驗本研究結果之穩健性。 

第四，本研究樣本在產業、部門及性別結構

上並非均衡分布，樣本主要來自台灣企業且以一

般服務業為主，部屬女性比例為 66.4%，行政部

門約占 44.8%。不同產業與職務在工作自主性、

工作程序、顧客互動、任務彈性及跨部門協作程

度等方面可能有所差異，而這些工作情境條件可

能影響員工進行工作重塑與展現創新行為的機

會，也可能影響員工對包容領導行為的感知與作

用方式。因此，本研究結果之外部效度應主要限

定於與本樣本在文化、產業及職務特徵上較為相

近的組織情境，不宜直接一般化至所有產業與文

化背景。至於本研究女性樣本比例較高，本研究

並未進一步檢驗不同性別在主要研究關係上的差

異，因此不據此推論性別結構直接造成本研究結

果。未來研究可採用不同產業、職務及文化背景

之樣本進行重複驗證，以進一步檢驗本研究結果

之一般化程度與跨情境穩健性。 

最後，本研究對員工創新行為的整體解釋力

仍有限。以員工創新行為為結果變數之模型，其

解釋變異量為 3.26％（R² = .0326），顯示尚有其

他重要的個人、工作及組織情境因素未納入本研

究模型。本研究主要模型僅納入部屬性別與年齡

作為控制變數，係基於既有研究以及避免在缺乏

明確理論依據下機械式納入大量控制變數之考

量；然而，任職年資、職位層級、工作部門、工

作自主性、任務複雜度、創新氣候、資源可得

性、同事支持與個人主動性等因素，仍可能與員

工創新行為相關，因此無法完全排除其他替代解

釋。未來研究可依研究問題與理論基礎納入相關

個人與工作情境變數，以進一步檢驗本研究所提

出關聯模式之解釋力與穩健性。儘管如此，本研

究所提出之序列模型仍提供一項具有統計支持的

理論解釋路徑，可作為後續研究擴充員工創新行

為前因模型之基礎。 

5.5 結語 

本研究從包容領導出發，進一步探討創造性

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在員工創新歷程中的作用。

研究結果顯示，包容領導與主管評量之員工創新

行為的直接關係未達顯著，但與員工創造性自我

效能呈顯著正向關係；較高的創造性自我效能亦

與較高程度的工作重塑相關，而工作重塑對主管

評量之員工創新行為的迴歸係數為正且達顯著。

此外，創造性自我效能與工作重塑所形成之特定

序列間接效果獲得統計支持。 

因此，本研究所呈現的核心觀點是：員工

『相信自己有能力創新』與『真正展現創新行

為』之間，可能存在由能力信念走向主動行動的

轉化歷程，而工作重塑是本研究所辨識出的一項

重要行為機制。整體而言，包容領導較適合被理

解為一項支持性的工作情境，其可能與員工的創

造能力信念及主動工作調整相互銜接，並進一步

與主管可觀察之創新行為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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